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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设计局与设计制度的初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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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北京　 100084)

摘要:1940 年国民党成立中央设计局,负责政治、经济建设的设计工作。 设计局作为设计机构,在创

设设计制度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探索。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通货膨胀和统制政策,加之外国对华

输送物资通道的关闭,国民经济陷入困境,设计局作为经济困境的制度性解决方案被提出。 在孙中山主

张权能区分的基础上提出创设万能政府,实行计划政治,这些是设计局成立背后的政治治理逻辑,这一

逻辑导引设计局重视专家,建立设计制度。 设计局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建立和完善设计制度:一是改革组

织架构。 熊式辉在王世杰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扩充设计局职能分组,设置局务会议,设立政治和经济两个

计划委员会以及台湾和东北两个调查委员会。 二是集聚人才。 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社团团

体的联系,任用人员的要求相当高,吸纳了大量的留学人才和工程科技人才。 三是统一设计规范。 依照

科学管理方法,制定各项计划的设计程序和设计步骤,用图示法解释复员计划编制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四是宣传计划建设理念。 通过发行内部刊物、组织中国计划建设学会、在报纸上发文制造社会舆论等方

式倡导计划建设。 设计局借用苏联国家设计委员会和日本综合计划局为“思想资源”,为其提升设计局

的权力而服务。 设计局在初创设计制度、刷新政治、打造计划时代、奠定计划建设基础等方面做出了一

定的努力,但由于国民政府的行政本质已经腐朽至深,导致中央设计局的一系列设计制度方案难以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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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生死存亡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成为中国涅槃重生的机遇点。 1938 年国

民党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所谓《抗战建国纲领》,以期“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1940 年 10 月国民党成立中央设计局(以下简称“设计局”),“主持全国政治、经济、建设之设计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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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1] ,由此设计局承担谋划蓝图、建设现代中国的重任,设计一个战后新秩序是设计局的使命所

在。 设计局勠力于建立设计制度,奠定计划政治之基础。

目前学界对设计局成立的背景以及其初创中国设计制度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分析不够详尽,
细节有待补充①。 本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设计局档案,结合其他资料,从抗日战争的宏

观背景和国民党的政治治理逻辑出发来探析设计局的成立,探究设计局建立设计制度的过程和

努力。

一、经济困境与“万能”政府:设计局的成立

(一)经济困境的制度性解决方案

设计局成立之际正处于近代中国历史演变的关键节点。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民

政府逐渐建立起了战时体制。 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更加

重视确立战时经济体制,其中以统制经济政策为核心,实行对物资的管理和统制。 随着战线的扩大

和战事的持续,战时经济的负担十分沉重[2]431-441。
1940 年国际局势于中国亦不利,1940 年 6 月法国战败向德国求降,欧战战局逆转,日本借机迫

使法国中止中国假道印度支那运输物资,同时要求英国禁止经由缅甸和中国香港向中国内陆输入

军火和其他物资[2]790。 英国对日本态度暧昧,不愿与日本直接发生战争,决定关闭滇缅公路,再加上

此前越南当局已经关闭滇越铁路,中国更难获得外援,国内经济困难进一步加重。
为解决财政困难,国民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 进入 1940 年后,后方各地物价、粮价腾涨,以陪

都重庆为例,若以 1937 年重庆物价指数为 100,则 1940 年已攀升至 1
 

094②。 长期在国民政府供职

的经济学家何廉后来用“涨上了天”形容 1940 年前后米价的夸张。 国民政府承担了来自各方的压

力,何廉主持的农本局也成为这一经济灾难的替罪羊[3] 。
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寻找治本之策已成当务之急,经济制度的设计迫在眉睫。 除了采取常规

的经济手段外,尚需谋划从制度上规划经济的发展,希望以人事组织与制度法规为立国要道,致力

于为社会政策与经济文化等制度定立规范③。
当时党政军各部门贪污腐败已十分严重,其设计各行其是,不相为谋,设计事项凌杂琐碎,不能

提纲挈领,理想状况应是“集中力量,确定中心,从全体事项中分别出轻重缓急,使各部门工作都能

相互密切配合起来” ④,而这一希望寄托在成立设计局。 “设计总局之重点应先注重于经济之制度,
其设计尤须注重于人、地、事物之实际情形与实施办法……尤其对于粮食之统制(不许自由买卖)以

及农工商学各种职业之统制,然国有之交通运输工具、人力、兽力之制更应注重……财政制度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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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目前关于中央设计局的研究,可以参见:陈敏《中央设计局与战时铁路的设计规划(1940—1945)》 (南京师范大学 2019 年硕士学位论

文);祝帅《设计政策和制度史视野中的“中央设计局”研究(1940—1946)》(《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1 年第 1 期 30-35
页);李俊杰《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央设计局———对设计制度、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21 年第 4 期 48-59 页)。

 

参见: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四《战时社会》(台北
 

“国史馆”,2015 年版第 147-148 页);李新、吴景平、曹振威等编著《中华

民国史》(第九卷下)(中华书局,2011 第 459 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 年,“重要杂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蒋中正《半年来工作之检讨与中枢机构之调整》,《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七《演讲》,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 年

版第 391 页。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2 期　 　 　

种税则自澈底改正” ⑤。
1940 年 7 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设置设计局的决议后,各方均有很大的期待。 对于设计

局成立初期的工作,各方也都提出期待,其中对经济设计关切尤甚。 抗战时期原燕京大学教授黄卓

是设计局的热情鼓吹者。 他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设想设计局的初期工作,以为“设计局对于现

存各部门的经济行政机构,应当设计加以调整”,现阶段要检讨过去三年的经济建设,“设计局应当

把现时业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中的各种建设事业,一一加以澈底地检讨,健全者加强,不健全者改善,
使现存各种经济建设,成为真正‘经济是’建设,加强三年来政府在抗战建国方面所树立的经济基

础,同时对经济战略加以检讨与研究,备供当局的参考”。 黄卓认为设计局初期工作最重要的一项

是拟定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包括经建途径与经济制度两种元素” [4] 。 新上任的设计局秘书

长张群在回答《大公报》记者关于设计局进行情况的采访时亦言:“在经济方面,根据民生主义原理,
以树立国家战时战后之政策,完成抗战建国之使命。” [5] 蒋介石也企图“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力、
财力和时间,在经济建设的设计方面” ⑥。

(二)创设“万能”政府

设计局的设立反映了建构“万能”政府的政治意图,要求设计局重视专家人才,专注于设计制度

的建立和完善。
所谓“万能”政府的思想渊源是孙中山的权能区分。 孙中山认为:“机器是很有能的东西,工程

师是很有权的人。 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权和能分开了,也要像工程师管理机器一样。” [6]340 在孙中

山的政治设计中,“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 由于这个理由,所以

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 只

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托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

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进步才是很快” [6]331。
“万能”政府导向的是专家治国。 孙中山提出的“人民四权”“宪法五权”设想,是建立在近代中

国处于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之上的。 孙中山学说的信奉者认为,民治政体的弊端是不能产生有创

造力的政府,而中国正处于伟大而紧急的建设时代,懦弱的政府是不能胜任的;要进行伟大的建设,
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7] 。 万能政府需要有能力者、专门者治理,即孙中山所说的“管理政府

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 [6]333,因此有人认为孙中山的政治设想会导致“专家政治” 的

实现⑦。
惯以孙中山学说为衣钵的蒋介石发挥了孙中山的权能区分说,尤其是注重建立“万能”政府,他

关注的是行政效率和吸纳有能力之人,而设立设计局是他建立“万能”政府的重要一步。 在他看来,
抗战时期的一个任务是要创设各级的“万能”政府,而“万能”政府是可以设计出来的,设计局的一大

任务就是进行行政的设计,“我们目前要从事于各级行政的改造的设计”。 有感于过去中央与地方

政府的计划都是零碎的,并且各自拟议、各自执行,不能集中在一个大原则下,导致只有枝枝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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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蒋中正电示张群陈布雷设计总局应注重经济统制并速着手设计财税制度》(1940 年 9 月 20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

案,002-010300-00038-041。
蒋中正《中央设计局之使命及其工作要领》(《福建训练月刊》,1943 年 11 月第 2 卷第 5 期第 3 页)。

 

朱光福《革命民权与万能政府》(《满地红》,1939 年第 1 卷第 4 期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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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各种计划彼此不联系,就是彼此失其轻重缓急之分,甚至彼此发生矛盾冲突或重复浪费的毛

病⑧。 因此,他提出行政三联制主要部分在于设计,如果设计不能完善,执行就不能顺利,考核也就

不能精密⑨。
作为设计部门,设计局的重要任务是建立起设计制度。 能够“创造新的行政设计的方法,树立

行政设计的楷模”。 对设计局的设想:一是确定设计指导原则,即依据抗战建国纲领和三民主义;二
是确定设计的方法,“在方法方面来讲,最少有两种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第一种就是搜集各种的材

料,试行拟订总预算中各部门工作的预算百分比,拟定了预算的百分比之后,第二种重要工作,就是

分别规定各部门的中心工作,并力求其工作上的联系”;三是设计局核考各部门计划,“各部会去拟

定每月每季每部分详细的计划,由其主管者详细分门负责审核确实之后,再送设计局核准备考,经
过这核准公布的手续,就可以付诸实施,不特中央要这样做法,省市县政府,亦要仿照这个办法去

做,则设计的工作方算完成” ⑧。
抗日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的经济问题使得蒋介石寻求制度性的解决方式,设计局则应时而生。

建立“万能”政府,走向计划政治是设计局成立背后的政治性逻辑,这一逻辑导引中央设计局重视专

家人才,树立设计制度。 但是,这一逻辑制度的背后出现了一个最大的漏洞,那就是国民党各部门

已腐败至深,此政治性逻辑并无实现的政治基础。

二、鼎新之举:设计制度的初创

设计局自 1940 年 10 月成立,先后历经张群、王世杰、熊式辉和吴鼎昌四位秘书长。 其中张群志

不在此,很快就领衔四川省主席一职而去;王世杰身兼数职,无暇顾问设计局事务。 对设计局的完

善和设计制度的建立倾心倾力颇多的是第三任秘书长熊式辉。 设计局在组织变革、招揽人才、统一

设计规范、宣传设计理念等方面做了许多尝试,设计制度作为国民党的鼎新之举,这些措施有助于

创新和完善设计制度。
(一)组织变革

设计局创立之初,根据《设计局组织大纲》规定,设计局设总裁,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兼任,
实际上一直由蒋介石兼任。 该局设秘书处,秘书长承总裁之命处理局务,副秘书长两人,协助秘书

长工作。 1940 年 9 月蒋介石派张群任秘书长,甘乃光、顾翊群任副秘书长,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办公。
该局设置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由总裁遴派或聘任,另有专员助理设计工作,设计委员分组办事。
设计委员会下设三组,分掌政治、经济及财政金融之设计,各组设有召集人。

按照规定,设计局应设有审议会,审议事项有三:政治经济建设计划与预算;党政制度机构及重

要法规之调整;重要政策之建议。 设计局还计划成立预算委员会。 但是,审议会和预算委员会都未

能如期设置。
王世杰是第二任秘书长,在其任职后期,迫于检讨行政三联制的压力,1943 年 1 月,王世杰酝酿

581

⑧

⑨


蒋中正《建设基本工作———行政三联制大纲》,《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七《演讲》(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 年版

第 525-548 页)。
 

蒋中正《中央设计局之使命及其工作要领》(《福建训练月刊》,1943 年 11 月第 2 卷第 5 期第 1 页)。
《中央设计局 1941 年至 1946 年工作报告》(1945 年 5 月 5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设计局档案,171(2) / 159。 原档案日期有

误。 《中央法规:设计局组织大纲》(《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3263 期,1940 年 12 月 11 日,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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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设计局内部组织,这次改革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将审议会改为非常设机关;二是缩小预

算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只专门负责审查建设计划中性质特殊之预算,而与其他通常工作计划之经费

预算,仍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之财政专门委员会审议;三是将设计委员会原有的三个分组扩充为六

组,第一组审拟内政、军事、边疆等事项,第二组审拟财政金融、粮政、贸易等事项,第三组审拟工业、
矿业、交通等事项,第四组审拟农林、畜牧、地政、水利等事项,第五组审拟教育文化卫生、社会、行政

等事项,第六组审拟外交、侨务、国际关系等事项,各组设置设计委员和专门委员若干人,并设置正、
副主任。 这次改革增强了设计委员会的规模和力量,着力提升了设计局的专业化程度。

1943 年,王世杰决意离职。 此时,熊式辉离美回国,尚未在党政系统中担任新职,蒋介石便有意

将熊式辉安排进入设计局。
熊式辉(1893—1974),字天翼,江西人,早年跟随蒋介石北伐,后又成为蒋介石剿共的得力干

将,素为蒋介石所倚重。 熊式辉于 1931—1941 年主政江西 10 年,贪污大量民脂民膏,但因积极围剿

工农红军而颇受蒋介石赞誉。 1942 年熊式辉担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赴欧美考察,1943 年 4 月

回国[8] 。
熊式辉出国前夕,蒋介石就曾嘱咐其需注意研究战后建设问题[9]183。 甫一归国,熊式辉在与蒋

介石单独会谈时被蒋告知担任设计局秘书长,以便企划复员建设,熊式辉答应考虑此建议[9]229。 此

后蒋介石多次有意与熊式辉谈论中国建设与设计事宜。 但是,熊式辉不想接手一个受多方掣肘的

设计局,也不愿设计局只是众多叠床架屋机构中的一个。 因此,他在正式接管设计局前,打消了蒋

介石另设复员委员会和战后经济建设委员会的念头[9]235,因为复员和战后建设设计本是设计局的工

作内容。 熊式辉希望有一个得力助手,他向蒋介石推荐了经济学家何廉担任副秘书长,蒋介石慷慨

承允。 其实在此之前蒋介石亦向何廉提及战后经济计划问题[3]239。
熊式辉到任后,对设计局的组织结构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期更适合于复员与战后建

设设计。 熊式辉认为设计局过去工作未能迅速推进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组织上设计局分组太少,设
计人员专任者亦不足,根本不敷分配。 为了集思广益,熊式辉决定设置局务会议,并于 1943 年 11
月召开第一次局务会议。 局务会议是设计局重要的决策及工作检讨之机构,根据其规则,局务会

议主要讨论“重要来往文件之报告事项,重要工作之报告与检讨事项,单行规章之讨论事项,秘书长

交议及提请交议事项”。 据统计,仅 1943 年 11 月到 1944 年 11 月一年间,局务会议就召开了 31 次,
虽然与“局务会议每星期开会一次”之规定有所出入,但是亦可见局务会议召开之勤。 在实际运作

中,局务会议确定建设计划制定的原则和程序,对建设计划内容进行审查和决议,许多重要的建设

计划都在局务会议上进行讨论。 局务会议的设置和召开的常态化,改变了设计局此前各委员各自

为政的局面,是熊式辉推动设计工作制度化的起步式。
熊式辉不满足原先设计委员会六组的安排,决定另起炉灶。 熊式辉以为设计局应在政治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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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设计两方面着力,因此成立政治计划委员会和经济计划委员会。 两个委员会主要负责政治或经

济建设政策之拟定,国际政治或经济合作之筹划,以及所属各组计划之审核。
对于政治、经济计划委员会各组之分类,副秘书长何廉主张两种委员会应有一个分类原则,其

中关系制度之设计者由政治计划委员会负责,关系物资生产者由经济计划委员会负责。 两委员会

下设置与其性质相近的组别,政治计划委员会设立政制、军事、财政、教育文化、社会、土地、卫生、国
际关系、特种计划等九组;而经济计划委员会则设立工业、矿冶、农业、贸易、资金金融、水利、交通、
公共工程、动力、人力、组织管理等十一组。 经济计划委员会各组的名称因职掌内容的变化而有所

变动,其中资金金融组本掌理有关建设资金及货币银行制度之设计,后奉命将工作范围集中于货币

及银行制度,故改名为货币银行组,而建设资金之筹措设计工作则归 1944 年 9 月成立的资金组。
关于各组之间如何配合,何廉以为应以重点与主体为原则,即各组工作范围之划分以主管组为

主体,与重要供求有关各组取得联系,如农田水利问题以水利组为主体,与农业组联系,兵工工业及

航空工业以工业组为主体,与军事组联系。
两个委员会的设置显示设计局的设计范围广泛,“举凡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各项重要建设计划

暨计划与预算之配合,以及制度机构之调整等等,几于国家要政,无所不包” 。 此外,设计局在两种

委员会以外还设置了设计委员会议,由 100 多位专任设计委员、专门委员和专员充实之,设置计划平

衡组及区域计划组以负责审查综合性、跨组别计划。
1943 年 11 月下旬中英美三国元首在开罗会晤,发表了《开罗宣言》,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必须将

非法占领的东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国,从法律上保障了中国战后的领土权益。
为便于战后收复台湾和东北,设计局于 1944 年 3 月 17 日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并于 1944 年 7

月 7 日成立东北调查委员会。 台湾调查委员会在资料搜集、干部训练、舆论宣传、成立各种研究会,
以及制定台湾接管计划等方面做了一些事情,它对《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和战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制的制定和设计发挥了一定作用。
东北调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1)搜集有关东北之资料;(2)调查东北实况;(3)研究有关东

北问题之意见与方案。 在东北调查委员会存续期间,该委员会草拟了《东北复员计划纲要草案》,编
制统计手册,翻译伪满重要法令,并且草拟东北干部训练办法要点等[10] 。 在设计局的组织架构中,
台湾调查委员会和东北调查委员会属于临时的特种委员会,而特种委员会主管特种事件的调查与

研究。
(二)集聚人才

设计局作为设计中枢,必须重视设计局汲取人才的能力。 “尤其是对于现在各机关原有的设计

人员,凡是真正有能力、有经验的都要使其与本局发生联系,借重他们,设法帮助他们的工作,切不

可只看到自己局内的人员,而对于局外真正的人才,反而弃置不顾”。 “任用人员一定要使人人都能

健全称职,都能胜任愈快,然后社会人士看到我们才会尊重,而社会上有真实学问和能力的专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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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乐于接受本局的延揽” 。 并对局内各级人选订立标准:“(1)现任各部门之设计或专门委员会主

任皆派为该局设计委员;(2)集中各部门之设计或专门委员为处员,而选择其中之最优秀者为处长;
(3)聘请中外专家为顾问或专员以为设计督导实施工作之助;(4)局内各职员须物色最有能力与经

验者充之,必须专任不得兼任。” 

在国民党当时腐朽的政治体制中寻求人才已经无法满足设计局的需求,对专业人才的渴求迫

使设计局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社团团体的联系。 设计局任用人员的要求相当高,其中设

计委员、专门委员、专员、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均要求国内外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其中设计委员、专
门委员还要求在学术上有所贡献,专员、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虽降低要求,但亦要有专门著作或发

明,或有在国内外著名事业或学术机关服务的经历。 设计局既需要学识丰富之人,也需要有实际经

验之士。 设计局对党政人士的吸纳密切了设计局与其他党政部门的联系,也方便了设计局搜集各

种设计所需之资料。
从设计局的职员录可以发现,许多兼任、专任设计委员、专门委员、专员都是当时名噪一时之

士,或身居党政高位,或有相当的学术造诣,或社会名望高。 设计局档案中保留一份 1944 年的含有

171 人的不太完整的职员录。 通过对这 171 人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到有留

学或海外实习经历的至少有 83 人,占到 48. 5%,其中留学国家主要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苏

联。 在专长方面,这份名单中的设计人员专长领域主要集中在工程科学方面,包括矿冶、材料、水
利、电机、航空、化工、铁路、电信、土木、邮电等,至少有 44 人,占到 1 / 4,此外至少有 33 人专门于经

济学、统计学、会计学、财政以及地政,医学和农学的人才也是设计局罗致人才的重点,何廉认为需

要委派熟悉国家经济资源分布的经济地理学家负责区域设计,于是设计局邀请了地理学专家[3]244。
设计局的设计人员来源不一。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呈现为一个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差序

格局。 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形成人际关系,进而联成人际网络,因此分析设计局设计人员的人际网

络,可以理解设计人员的来源构成,人员的来源也影响着设计局设计方向和设计理念。 熊式辉时期

的设计局人员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熊式辉主赣时期的旧部,如徐晴岚、王又庸,两人被外界认

为是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 徐晴岚为设计局专任设计委员,秘书处处长,王又庸同为专任设计委

员,并任东北调查委员会政治组召集人。 二是何廉所创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旧故和学生,以及其

在农本局的旧部。 1931 年何廉在南开大学成立了经济研究所,聘请了一些在国外得过博士学位的

研究和教学人员,设计局设计委员方显廷、张纯明、李卓敏等人就是何廉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时

的同事[3]
 

46-47。 何廉也承认,“事实上,设计局研究处的工作人员全部由南开经济研究所人员担

任” [3]244。 1938 年已经从政的何廉接任经济农本局总经理,负责农本局的实际工作,一直持续到

1941 年农本局被撤[3]135-165,而设计局的谢家声、翁之镛曾担任农本局理事。 三是陈诚领导的军事委

员会政治部,政治部容纳各党各派参加活动,因为陈诚曾受教于邓演达,因此第三党甚获器重。 除

此之外,里面还有一些秘密的中共党员。 如在设计局中甚为活跃的朱代杰原为政治部总务厅厅长

和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深受陈诚信赖,他也是秘密的中共党员,于 1943 年奉召赴重庆研究国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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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划事宜,后任设计局设计委员。 四是资源委员会和原建设委员会的成员。 建设委员会于 1928
年成立,张静江任委员长,招致了数以百计的专门委员、设计委员及其他工程技术人员。 如设计局

设计委员潘铭新原为建设委员会电气事业处,张自立、须恺原为建设委员会水利处。 设计局还吸纳

了资源委员会的一些专家,如孙越崎、包可永、许本纯、张家祉等。
设计局为集中更多专门人才,加强与各学术研究机构的联系,决定约聘国内各研究机关及学术

团体人员参加设计工作,参加方式包括两种,一是调用专才到局工作,二是邀集上述人员举行或参

加设计局各种会议和会谈。 设计局曾经就建都、聘用外籍人员等问题举行过座谈会,各小组也经常

邀请局外专家召开座谈会。 专题研究、实地调查、资料搜集等是局外专家参加设计工作的主要形

式,如桥梁专家茅以升、地理学家胡焕庸都曾受邀为设计局做过专题研究。 设计局还曾就草拟“战

后五年国防及经济建设计划”向各公私立大学及研究院征求意见。
设计局从研究机关及学术团体中罗致人才,其中农学专家主要出自沈宗瀚领导的农业试验所,

医学、卫生专家主要来自金善宝领导的卫生署,地理学专家则来自黄国璋领导的地理研究所。 此

外,市政工程学会、工程师学会、农学会、林学会等团体也与设计局互有往来。
设计局人员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设计局战后国家建设规划的倾向,占较大比例的工程科

学专家从一开始就将工业化视为战后国家建设理所当然的目标,原建设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出身

的技术专家则对管制经济、实行国营推崇备至,有中共和第三党背景以及留苏经历的专家则希望仿

照苏联建立计划经济,而这与工业化的目标以及统制经济的主张并不冲突。
(三)统一设计规范

设计局希望能够制定统一的设计规范。 在设计委员、交通组召集人赵曾钰看来,简化手续、统
一标准、提高效率是科学管理的金科玉律[11] 。 设计局的设计委员们将科学管理的理念引入设计工

作,规范设计程序则是对科学管理的要求。
针对设计程序,1940 年 10 月,设计局开会讨论如何制定战后建设方案和新实业计划,参会的设

计委员在设计程序上各抒己见。 陈济棠提议“各设计委员分别研究,然后意见汇交秘书处整理,再
开会商讨”。 陈果夫则担心起草人员过多,议论难取一致。 翁文灏的意见是秘书处可以先统计各个

设计委员的呈复,再指定专人负责汇编,格式仿照孙中山的国防十年计划。 甘乃光则认为最好确定

一个大前提,各设计委员尽量提供意见,然后着手草拟。 最后大家决议推举吴尚鹰等九人组成小

组,负责草拟纲要,作为讨论的根本,然后请各部会主管人员贡献意见,着手拟具详细计划。
在设计步骤上,大家亦注重主次、顺序问题。 邓飞黄主张战后经济建设方案应分三步实施:一

是一切均以国防为重心,规定工业之种类,然后分地区及每年进度;二是以整个民生为前提,确定经

济计划基础;三是以完成民生主义为目标,但在每步实施过程中须有准备时间。 甘乃光则提出四项

步骤和方法:一是分权,如中央与地方;二是分区,如战区与非战区,前方与后方;三是分期;四是分

事,如工业、农业、矿冶、交通等。 顾翊群则认为草案应关注七项:一是时间;二是国防与民生之分

量;三是区域;四是权限;五是公营与私营之程度及方式;六是公营事业之公务员与工人之培养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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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政府大事记(民国三十二年九月)》)(1943 年 9 月 1 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档案,008-010402-00004-001。
《中央设计局草拟“战后五年国防及经济建设计划”向各公私立大学及研究院征求意见办法及文书(内附学校名册)》 (1942 年 6 月—
1942 年 7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设计局档案,171 / 4426。

 

《蒋介石召集中央设计局设计委员谈话记录》(1940 年 10 月—1941 年 2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设计局档案,171(2)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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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七是经费。 陈介生主张起草方案应分农业、工业、矿业、贸易、财政、交通、社会政策等部门。 最

后,会议综合大家的意见做出决议:(1)政治制度必须以经济制度为根据;(2)以民生为重心,以国防

为前提;(3)先起草“战后建设方案之经济部门”,其内容可分为原则与政策、步骤与方法,并以分权、
分区、分期、分事分别规定。

设计局制定战后五年国防及经济建设计划过程中所遵循的设计思路正是基于以上讨论。 设计

局于 1942 年起开始筹划制定战后五年国防及经济建设计划,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没有统一的

设计规范很难顺利进行。 因此,从一开始,设计局在给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各部会的函件中

就设计程序进行了说明:一是由设计局邀集各部会主管人员决定起草计划要领,以其为各机关草拟

计划之依据。 各机关草拟计划期间,应随时与设计局接洽,以便沟通意见;二是各主管机关草拟计

划时,应特别注意国防与经济重要建设方面,不必列入普通行政和例行事项;三是计划以五年为期,
计划内容以国防及经济建设为限。 设计局就计划内容的范围作出规定,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即战

后国防建设、战后经济建设和战后复员与救济。 其中,战后经济建设涉及的部门包括交通、工矿、农
林渔牧、水利、财政金融、贸易、土地、粮食和劳工等;战后复员与救济计划则关注复员所必须之措施

及抗战军士及其家属之安置、难民救济与复业和灾荒救济。
1943 年熊式辉上任后,设计局集中精力制定战后五年国防及经济建设计划。 设计局对之前的

设计程序进行修正,使之更加程式化和简洁:一是拟定建设目标;二是草拟各项政策;三是拟定建设

总计划纲要;四是各机关根据纲要拟编计划;五是汇齐各机关所拟计划后编成建设总计划。
设计局先对前两项进行分工准备。 根据熊式辉的建议,建设目标由其本人主持起草,何廉主持

草拟经济政策,彭学沛主持起草政治政策,杜建时主持草拟国防方面之需要与可能,方显廷主持起

草民生方面之需要与可能,资金方面由刘攻芸主持草拟,外资方面由陈辉德主持草拟,资源方面由

谭伯羽主持草拟,技术方面由包可永主持草拟。 经蒋介石批准,战后建设目标是充实国家安定之

最低需要,建设工业化之初步基础和提高人民健康及知识之水准三项。
设计局尤其注重物资建设的数目字估计。 设计局先对国防与民生两方面之最低需要与最大可

能之数字作初步之估计,再根据各部门草拟的初步建设计划草案拟就物资建设纲领数字,最后按照

资金、资源和人才三方面确定需要之数字。 此外,战后五年国防及经济建设计划在分事原则下,将
经济建设部门分为交通、动力、矿冶、工业、农业和水利六个部门;遵循分区的原则,划分了九个经济

区域[12] 。 战后五年国防及经济建设计划的拟定工作直到吴鼎昌主持设计局时方告完成。 曾在台湾

经济部门任职的周开庆认为这个计划是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为完整的一个经济建设方案。
在设计局制定的各种计划中,大多会有进行程序或建设程序一项,而用图示法呈现设计程序表

明设计局将科学管理推行到极致。 图 1 从右往左展示了设计局复员计划程序。 大体而言,设计局

制定复员计划的程序是:(1)由设计局草拟复员计划纲要;(2)各机关根据纲要各就主管领域草拟复

员工作计划或复员事别计划;(3)设计局搜集各机关前项计划配合审查,并抽出有关人才物资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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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关草拟战后五年国防及经济建设计划》(1942 年),台北
 

“国史馆”藏,行政院档案,014-070100-0029。
 

《中央设计局政绩交代比较表》(1941 年 5 月—1945 年 9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设计局档案,171(2) / 10。
 

《中央设计局局务会议记录与复员计划纲要草案及有关文书》(1944 年 1 月—1944 年 3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设计局档案,
171(2) / 15。

 

周开庆《记中央设计局物资建设五年计划草案》(《传记文学》,第 27 卷第 5 期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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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区之材料分类综合拟定,而后汇编为复员总计划。
从图 1 见,设计局在复员计划编审工作中处于统摄地位,由其制定原则,各部会在这一原则下

制定本机关的复员计划,由设计局进行审核。

图 1　 设计局复员计划编审工作程序图

资料来源:《中央设计局工作报告附件及各单位 1944 年度工作概览》(1945 年 8 月—1946 年 2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中央设计局档案,171(2) / 57。

(四)宣传计划建设理念

设计局的成立代表当时国民政府计划建设时代的到来,设计局则通过发行内部刊物、组织学会

和制造社会舆论来倡导计划建设理念。
1943 年设计局决定编印该局宣传刊物《设计汇刊》,“阐扬设计理论,普及设计知识”,“研究设

计方法,交换设计理念” 。 该刊创刊号上的两篇发刊词,彰显了设计局更大的雄心,那就是宣告计

划时代的来临。
两篇发刊词将国民政府计划时代到来视为顺应世界大势之为,以为从世界范围而言,苏、德走

在计划政治的前列,“苏联是第一个实施计划政治的国家,经过 20 年的努力,虽未完全达到,但已有

了长足的进步,成绩至足惊人。 苏联以外行计划政治而收效的要算德国,1919 年的共和宪法,设立

一经济会议为德国走上计划政治的第一步,国社党 1933 年掌握政权,经过三年的准备,于 1936 年施

行第一个四年经济计划,以改造全国的经济机构,使全国经济为战时状态”。 在设计局看来,英、美
走在计划经济之途,如一战后英国设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罗斯福新政,并且有由计划经济“走

入计划政治途径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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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设计局与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及学术界人士组织中国计划建设学会案》(1945 年 2 月—1945 年 4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中央设计局档案,171(2) / 5。

 

《<设计汇刊>创刊号相关内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设计局档案,171 /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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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世界大势下,或者说设计局设计委员们所理解的世界大势下,国民政府走向计划政治乃

是形势使然,设计局所谋划的设计制度则显得分外重要,因此发刊词宣称,“设计制度是近代政治的

特征,不仅为当前行政制度上所必需,同时也是国家建设的张本”,设计局的设计对象“殆为国家建

设之大经,决大计,范畴至广,影响至深” 。
1945 年,熊式辉希望在更大范围引发人们对计划政治、计划经济的讨论,于是计划建设学会应

运而生。 其工作计划明白表示计划建设学会之目的“在阐扬计划建设之重要性,以期唤起舆论,对
于计划建设有热烈之同情与拥护”。

计划建设学会名义上是由王世杰发起,实际上是由设计局、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以及学术界人

士组织而成,它最初被命名为“计划时代社”,可见是《设计汇刊》发刊词主张的延续。 在计划建设学

会组织缘起书中,可以看到熟悉的表达:“政治与经济建设计划化,乃历史发展之要求与世界潮流之

趋势。”
熊式辉在学会成立大会上痛批过去是奉行故事,如不改头换面实行计划建设,中国难以在世界

立足:“中国需要建设,需要计划建设,此乃历史发展之必然阶段,过去中国之建设,一切均系奉行故

事,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极端保守,鲜有建设性,建设亦仅凭个人之直感而已。 政治如此,逞
言经济建设。 稽诸史籍,吾人之失败,咸由于缺乏整个统一的计划建设,加紧计划建设为历史之使

命,时代之要求,尤其战后计划建设更为迫切需要,此时亦中国建设之黄金时代,宝贵时间不容放

过,于此期间,倘吾人不能集中全力从事建设工作,纵使建设,建设缺乏统一之整个计划,则吾人之

建设决无法急起直追,以求与列强并驾齐驱,惟有徒耗人力物力与宝贵时间,形成有名无实之建设,
而陷国家前途于危险之境。”

该学会的主要任务是:(1)阐扬三民主义计划建设之理论;(2)研究三民主义计划建设之实际问

题;(3)研讨计划建设之设计技术;(4)介绍各国计划建设之理论与经验;(5)促进有关计划建设之

工作[13] 。
该学会计划推出四种刊物,在一份拟发行的名为《计划时代》刊物的编辑条例里,可以看到该学

会试图给国人灌输的观念是计划建设需要有目标、重效能,并要赶超发达国家:(1)国家建设之目标

为决定国家建设工作及其进度之主要因素;(2)工作效能及人事行政之决定应以能按期完成国家建

设总计划为标准;(3)计划建设为我国迎头赶上经济技术先进国家之唯一途径;(4)我国应按照既定

之建设目标与政策订定国家建设总计划,并以最高速及最经济办法促其如期完成。
设计局还通过在报纸发文以制造舆论来启发民众,倡言计划建设。 1943 年底,设计局在讨论国

营与民营问题时认为,“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除其资本之来源不同外,应无重大区别,然社会上尚无

明白正确之认识”。 于是他们希望能够统一社会认识。 1944 年 1 月 8 日,薛光前在《大公报》上发表

的《国营事业非速确立制度不能健全发展论》即是在熊式辉的授意下写成的。 如设计局所愿,此文

一出立刻引来回应,唐有烈、徐景、陈明远等人在《大公报》上围绕薛文和国营企业制度问题进行激

辩。 《大公报》的影响力使得这次讨论不可能不在社会上激起一些涟漪,这次讨论也是抗战时期对

该问题的一次集体反思。 而大家一般很难想到,这是设计局的一场有预谋的安排,是权力对舆论的

利用,无形中引导和规范着民众的思想。

三、余论: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的“外国思想资源”

作为设计局前辈的苏联国家设计委员会和抗战时期新成立的日本综合计划局都被设计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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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模板,但是熊式辉更多地使其为一种思想资源。 这种思想资源不是只起到纯粹的信息性的

作用,同时也具有构建性的作用。 苏联国家设计委员会和日本综合计划局作为一种外国思想资源,
熊式辉利用它们为提升设计局地位服务。

设计局在一份呈给蒋介石的关于苏联国家设计委员会的组成及成就的文件中,有意突出该委

员会在苏联经济建设和国家政治中的地位。 这份文件将苏联新经济政策及三个五年计划之成功以

及苏联成功抵御德国进攻都归功于该委员会;关注到了该委员会在苏联宪法中的重要地位,作为全

国经济的中枢组织,它是全国国民经济计划之最高指导机关,主要任务在设计并处理经济建设与五

年计划之技术问题,创制分季、分年或五年计划,并督导计划之完成。 更为重要的是,这份文件特别

提及,苏联国家设计委员会有权监督各生产部门,并设有全权代表派驻各重要企业及生产部门,负
有督导、考核计划执行之责任,而且凡有关完成计划之问题,亦有权建议人民委员会会议指令

执行。
日本综合计划局亦曾被熊式辉作为外国资源来改造设计局。 1944 年年底,日本政府为发挥战

力,综合并统一国策,决置直属内阁总理大臣的综合计划局,管辖与增强国力有关之企划、调整统一

及综合考查之事项[14] 。 但是,熊式辉并未拟立一个类似的机构。 因为日本综合计划局的职能与设

计局相仿,如果在设计局之外再设一个类似综合计划局的机构,不但有叠床架屋之弊,而且无形中

削弱了设计局的作用,这绝不是有意扩充设计局权力的熊式辉所愿看到的。 他比较了设计局与日

本综合计划局的区别,继而提出一个扩充设计局权限的建议。
熊式辉比较了两者的任务,设计局主持国家建设之设计,并且审定各类计划与预算,较综合设

计局为广泛。 但是他认为设计局的政治地位不及综合计划局,因为综合计划局是日本内阁总理大

臣的辅佐机关,而日本的幕僚机构已趋于一元化,日本的内阁又为国务大政之总枢纽,这使得综合

计划局处于绝对的智囊团地位。 相较而言,设计局只不过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辅佐机关之一,国防

最高委员会所属各专门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也有幕僚机构的功能,因此设计局无法担负综

合设计之责任。 熊式辉对于设计与考核分开也颇有微词,他以为计划必须以现实为根据方不至于

闭门造车,由此设计局应统一设计与考核。
最后,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将设计局与最高国防委员会之各专门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参事室

合并,而另成一统一的综合设计机关;二是这个新的综合设计机关最好能与党政考核委员会合并,
减少机关重复之弊,另外该设计机关可以对一般行政实施情形进行检查,以此作为设计之根据;三
是该设计机关之职掌应参照现行设计局组织大纲重新拟定。 熊式辉实际上意图以设计局为基础,
整合其他幕僚机构,这无疑是在扩大设计局之职能范围,统一设计与考核权力。

由此可见,苏联国家设计委员会和日本综合计划局作为设计局可资参考的外国资源,并不是以

完全真实的形象存在于设计局的文件中。 设计局和熊式辉汇报时,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重新构建

了两个机构的形象,这种构建既体现在文件话语的描述上,也体现在被隐藏的话语中。 苏联国家设

计委员会作为设计局的前辈机构,熊式辉对它超乎热情的赞美,与他对综合计划局的冷淡态度一

样,都是在突出设计局的重要作用。 强调苏联国家设计委员会的权力之大和提出整合设计机构一

391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之组织及其成就》(1945 年 2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设计局档案,171 / 4259。
 

《中央设计局研拟类似日本综合计划局之组织方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设计局档案,171(2) / 35。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2 期　 　 　

样,他意在建立更加统一有效的设计制度。
设计局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组织架构渐趋合理化,组织规模已蔚为大观,人才济济,并且

极力在社会上掀起计划建设的舆论思潮。 根据设计局的统计,截至 1945 年,中央党政机关一共有

44 个单位,省市一级有 34 个单位已经设置设计考核委员会,省市以下及业务机关的设计考核委员

会,亦均逐渐设置。 设计局则采取分区通讯联络的办法与全国各省市设计考核委员会进行联系。
从其设计成果看,以熊式辉任期内的成绩为例:一是草拟复员计划;二是草拟了战后五年建设

计划;三是编拟年度施政方针;四是拟定各机关年度计划编审办法;五是审查各机关年度计划;六是

研拟蒋介石交办的各种案件。 其中战后五年国防与经济建设计划工作浩繁,且与国家命运息息相

关。 曾在设计局工作过的张希哲认为,设计局是政治建设的参谋部,所谓政治建设,不局限于行政

的设计,还涵盖经济、国防之设计。
总体而言,设计局在初创设计制度、刷新政治、打造计划时代、奠定计划建设基础上做出了较大

的努力,但其制定的战后建设计划并没有得到当时国民政府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国民政府的行政

本质已经腐朽至深,导致中央设计局的一系列设计制度的探索方案难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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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杰　 国民党中央设计局与设计制度的初创

the
 

planning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a
 

planning
 

agency 
 

the
 

Central
 

Planning
 

Board
 

has
 

made
 

certain
 

explora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lanning
 

system.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dopted
 

infla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coupled
 

with
 

the
 

closure
 

of
 

foreign
 

material
 

delivery
 

channels 
 

The
 

Central
 

Plannign
 

Board
 

the
 

economy
 

was
 

in
 

trouble 
 

and
 

the
 

Central
 

Planning
 

Board
 

was
 

proposed
 

as
 

an
 

institutional
 

solution
 

to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Sun
 

Yat - sen
 

advocate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functions.
 

On
 

this
 

basis 
 

Chiang
 

Kai - shek
 

proposed
 

to
 

create
 

an
 

omnipotent
 

government
 

and
 

implement
 

planned
 

politics.
 

These
 

are
 

the
 

political
 

governance
 

logic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al
 

Planning
 

Board.
 

This
 

logic
 

guided
 

the
 

Central
 

Planning
 

Boar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experts
 

and
 

establish
 

a
 

planning
 

system.
 

The
 

Central
 

Planning
 

Board
 

took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planning
 

system.
 

First 
 

to
 

reform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Central
 

Plannign
 

board
 

continued
 

to
 

expand
 

the
 

functional
 

groups
 

of
 

the
 

Central
 

Planning
 

Board
 

on
 

the
 

basis
 

of
 

Wang
 

Shijie s
 

reform 
 

and
 

set
 

up
 

two
 

planning
 

committees
 

for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nd
 

two
 

investigation
 

committees
 

for
 

Taiwan
 

and
 

Northeast
 

China.
 

The
 

second
 

is
 

to
 

gather
 

talents
 

and
 

strengthen
 

ties
 

with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other
 

associations.
 

The
 

requirements
 

for
 

appointing
 

personnel
 

are
 

quite
 

high 
 

and
 

a
 

large
 

number
 

of
 

overseas
 

talents
 

and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have
 

been
 

absorbed.
 

The
 

third
 

is
 

to
 

unify
 

planning
 

specific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scientific
 

management
 

methods 
 

the
 

Central
 

Planning
 

Board
 

formulated
 

the
 

planning
 

procedures
 

and
 

planning
 

steps
 

of
 

various
 

plans 
 

used
 

diagrams
 

to
 

explain
 

the
 

demobilization
 

plan
 

preparation
 

procedures
 

for
 

improving
 

work
 

efficiency.
 

The
 

fourth
 

is
 

to
 

publicize
 

the
 

concept
 

of
 

plan
 

construction.
 

The
 

Central
 

Planning
 

Board
 

advocated
 

planned
 

construction
 

by
 

issuing
 

internal
 

publications 
 

organizing
 

the
 

China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ociety 
 

and
 

publishing
 

articles
 

in
 

newspapers
 

to
 

create
 

public
 

opinion.
 

Xiong
 

Shihui
 

borrowed
 

the
 

Soviet
 

State
 

Planning
 

Committee
 

and
 

the
 

Japanese
 

General
 

Planning
 

Board
 

as
 

ideological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power
 

of
 

the
 

Central
 

Planning
 

Board.
 

The
 

Central
 

Planning
 

Board
 

has
 

made
 

efforts
 

in
 

creating
 

a
 

planning
 

system 
 

renewing
 

politics 
 

creating
 

a
 

planning
 

era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Hpwever 
 

due
 

to
 

the
 

deeply
 

corrupt
 

administrative
 

nature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
 

series
 

of
 

design
 

system
 

plans
 

of
 

the
 

Central
 

Planning
 

Board
 

wer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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